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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流域治理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气候变化背景下流域治理面临深度不确定性、

价值多元性和制度复杂性等诸多挑战,“以确定性寻求”为致思的传统流域治理模式面临的理论局限与实践限

度日趋显著。 “抗解性”理论的兴起与发展为深度不确定情景下的流域治理提供了有益镜鉴。 基于“抗解性”理

论视角,分析流域治理面临的科学认知困境、协作治理困境和制度设计困境等抗解困境,从“认知—方法—技

术—机制”四维协同视角提出推进我国流域治理模式转型的对策建议,即在认知层面提升气候变化对流域影响

的科学辨识,在方法层面推进增量型适应向变革型适应转型,在技术层面促进面向深度不确定性的技术应用,在

机制层面加快构建以流域共同体为中心的流域治理架构,全方位促进流域治理模式转型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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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digm shift and countermeasures of basin governance
in the context of climate chang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wicked”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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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in governance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capacity and system. In

the context of climate change, basin governance faces many challenges such as deep uncertainty, value pluralism and

institutional complexity, and the traditional basin governance model of “ certainty seeking” is facing increasingly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limitations and practical limits.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 wicked” theory prov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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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ful insights for basin governance under deep uncertaint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wicked” theory, we analyze

the scientific cognitive dilemma,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dilemma and institutional design dilemma faced by watershed

governance, and propose countermeasures to transform the watershed governance mod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method-technical-mechanical” four-dimensional synergy. In the cognitive level, the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climate change impacts on watersheds should be improved; in the methodological level, the transition from

incremental adaptation to transformative adaptation should be promoted; in the technical level, the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ies for deep uncertainty should be promoted; and in the mechanism level, the construction of a basin

governance structure centered on the basin community should be accelerated, so as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basin governance model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governance capacity.

Key words:basin governance; climate change; uncertainty; wicked theory

　 　 流域是以水为纽带的基础性自然空间单元,
是人类生活的主要生境,对人类生存与发展起着

重要的支撑作用,自古以来 “善为国者必先治

水” [1]。 进入新时代,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相继上升为国家重大发展

战略,奠定了新时代我国江河战略的基础,流域成

为我国现代化治理的重要空间单元。 流域亦是应

对气候变化的关键区域,2022 年印发实施《国家适

应气候变化战略 2035》标志着应对气候变化被置

于国家治理更加突出的位置,气候变化背景下的

流域治理成为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

重大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流域治理经历了由水利

工程为主向以社会、经济、生态系统协调发展的转变

历程,流域治理现代化取得了长足进步[2]。 然而,
气候变化给流域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根据联合国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第六次气候变化评

估报告,在 2℃和 4℃变暖情景下,到 2050 年,全球

42% ~ 79% 的流域径流将受到影响,水资源的时

空分布更加复杂多变,并增加流域水资源配置、水
环境治理、水生态安全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相

关研究与实践表明,气候变化背景下,深度不确定

性已渗透流域治理的环境、主体、方式、过程及结

果等各层面和多领域,使之呈现出很强的“抗解问

题”(wicked problem)特征。 “抗解问题”是国际上

关于复杂性科学和治理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沿

方向,所谓“抗解问题”是指具有深度不确定性和

复杂性、存在多元利益冲突和价值分歧、依靠专业

技术不能解决的问题。 传统治理模式以确定性、
稳态思维和工程技术手段为主导[3],难以应对气

候变化背景下的深度不确定性挑战,急需对传统

治理理论与实践逻辑进行反思。 有鉴于此,本研

究试图从“抗解性”理论的视角探讨气候变化背景

下流域治理困境及其解决之道,从认识论、方法

论、技术论和实践论层面系统谋划流域治理模式

转型的理论架构和实践路径,以期为推动流域治

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撑。
一、文献综述:传统流域治理模式及其局限

(一)基于工程和自然科学的治理模式

流域治理源于人类社会对水资源利用和管理

的实践,经历了由单一的水利工程、生态管理工程

为主向以流域水资源综合管理、流域综合治理的

发展历程。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孕育于水科学的

流域治理主要以水利工程、水电开发等工程管理

为主,基于对自然水文过程的表达和模拟开展水

资源优化和管理研究。 随着人类活动的加剧,致
力于河道恢复、湿地保护的流域生态管理逐渐兴

起,其侧重于将生态系统恢复至开发利用前的“自
然”状态,主要目标在于维持或恢复特定流域生态

系统中关键植被群落的历史范围[4]。 20 世纪末,
各国开始实施以流域为单元的整体保护、修复和

利用,水资源综合管理和流域综合治理逐渐兴起,
并注重流域生态—经济—社会系统的协调可持续

发展[5 - 6]。 上述基于工程和自然科学的治理模式

强调理性主义、规划主义和还原主义,认为流域系

统对管理行为的响应可以预测进而设计最优方

案,流域治理实践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可预测可控

98

城镇化与区域发展　 气候变化背景下流域治理的模式转型与对策研究



制系统、利用工程技术手段制定和实施[7 - 8]。 然

而,面对日趋严峻的流域复合性水危机,上述治理

模式逐渐显得力不从心,特别是气候变化和随之

而来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增加,暴露了既有治

理模式的脆弱性与局限性[9 - 10]。 近年来,涌现出

的适应性管理、无悔策略等方法一定程度上弥补

了对流域治理不确定性的忽视,但仍是将不确定

性转化为确定性决策问题的思维方式[11],无法从

深层次上解决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困境。
(二)基于社会科学的治理模式

基于工程和自然科学的流域治理模式一定程

度上为全球流域治理实践提供了支撑,但水资源

供需矛盾、水环境恶化、水安全危机等现象依然频

发。 不少学者认为问题关键在于忽视了社会维度

的价值和作用,单纯强调以水为中心的机械线性

决策方法,无法应对流域各尺度上决策主体间的

相互影响及复杂决策过程。 王浩等[12]认为流域治

理的科学基础是“自然—社会”二元驱动力作用下

的流域水循环及其伴生的水环境、水生态过程的

演变机理。 Pahl - wostl[9] 认为流域治理不是各类

空间要素的简单加合,也不仅仅是依靠工程和生

态措施恢复河流自然状态,治理主体之间的谈判

协商、冲突管理会对流域决策产生重要影响。 因

此,社会科学视角的研究倡导突破传统“理性—技

术”路径和部门化线性机制,强调通过社会制度和

能力建设提升流域治理水平,尤为重视社会学习

(social learning)的作用[8]。 社会学习被视为发展

和维持不同当局、专家和利益相关者有效管理流

域的能力和手段,如处理价值冲突、制定实施集体

决策的能力,以及从流域治理经验中学习的能力,
因此被视为处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有效手段。
Huntjens 等[13]将社会学习纳入适应性管理框架,
对欧洲、非洲和亚洲 8 个典型河流的适应性管理进

行了对比研究,结果发现,社会学习水平较高的流

域往往拥有更先进的气候适应策略。 亦有学者采

用多主体建模方法模拟流域系统各利益主体的决

策行为,以及在一系列社会和制度措施下利益主

体之间的博弈过程[14]。

综上所述,流域治理从最初的水利工程为主

向以社会、经济、生态系统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转变

历程,显示出其自身的革新性以及与时俱进的理

论秉性。 然而,无论是基于自然科学还是基于社

会科学的治理模式,都是“结构理性”的结果,即将

以往的经验系统整合到未来实践中,旨在通过规

范层面的“抽象—整合”以及操作层面的“理性—
计算”,将流域系统简化为层次分明的程式化模

型[15],进而通过施予制度化措施和技术性手段应

对流域发展面临的冲突风险和不确定性。 上述治

理模式本质上还是遵循在稳态的逻辑框架内寻求

确定性解决方案[16 - 17],因理论解释和实践指导的

“双重失灵”而陷入到自身的学科知识危机中,需
要从更具灵活性、适应性、创新性的视野出发,建
构应对“深度不确定性”和“抗解问题”的发展逻辑

与应对策略。
二、基于“抗解性”的流域治理———一个新的

理论视角

(一)“抗解性”理论的源起与特征

“抗解性”理论源于对“抗解问题”的研究,其兴

起和发展为流域治理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理论工

具。 Rittel 等[18]首次提出了“抗解问题”概念,认为

与“驯服”(tame)和“友善”(benign)问题相比,“抗
解问题”是没有明确目标和解决方案、技术理性主

义途径无法应对的问题。 Sun 等[19] 认为“抗解问

题”往往涉及多元利益主体和不同价值观,在寻找

解决方案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新问题,本质上

抗拒解决。 现有研究普遍认为“抗解问题”具有以

下 3 个典型特征,即复杂性( complexity)、多元性

(diversity)和不确定性( uncertainty),三者共同构

成了“抗解问题”的核心,仅具备其中一个或两个

不能构成“抗解问题” [20]。 不确定性是“抗解问

题”的核心特征,指由于知识来源的碎片化或缺乏

科学认知造成对问题的本质无法理解或达成一

致;多元性指问题有着多元利益相关者,利益相关

者在价值观念、问题界定和解决方法上的分歧导

致政策讨论停止不前甚至发生冲突;复杂性指问

题具有多个相互影响的要素和子系统,处理“抗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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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制度安排往往高度碎片化。
从构成维度来看,与一般复杂性问题不同,

“抗解问题”是结合了复杂性和庞杂性两个维度的

问题,复杂性与自下而上的自组织有关,庞杂性与

自上而下的管控有关,两者深度结合且不可拆解,
根据侧重程度不同可划分为简单系统、次复杂系

统、复杂系统、次庞杂系统、庞杂系统、次抗解系统

和抗解系统[22]。 “抗解系统”不是简单的静态系

统,而是复杂性和庞杂性两者不断重新组构、相互

协调的动态系统(见图 1)。 由于“抗解系统”的形

成原因和影响难以识别和模型化,决策过程既没

有模板也无预设、明确的命令指示,其解决难度超

越了一般复杂性、庞杂性和不确定性问题,本质上

抗拒解决[23]。

图 1　 从简单性系统到抗解性系统

为了将上述抽象的概念具象化,表 1 以气候变

化这一具有典型意义的“抗解问题”为例进行阐

释,亦有研究将全球气候治理困境定义为“超抗解

问题”。 “超抗解问题”一般具有 4 个特点:一是问

题的解决时限无明确规定,问题拖得越久越难

以解决;二是寻求问题解决方案的主体同时也

在产生新的问题;三是缺少现有的权威主体或

制度框架对该问题负责;四是对未来折现的非

理性使 得 治 理 主 体 往 往 忽 视 重 大 且 抗 解 的

问题 [21] 。

表 1　 “抗解问题”的核心要素及其内涵特征
要素 内涵 以气候变化为例

认知
不确定性

缺乏科学认知
造成对问题的
本质无法理解

对于气候变化机制及其产生的影
响存在不确定性,无法通过明晰
的标准判断问题是否已得到解决

社会
多元性

多元利益相关
者存在价值理
念分歧和冲突

利益相关者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
知和诉求是多元的,难以形成共
同理解和一致解决方案,国际气
候变化谈判的艰难历程是这一特
征的典型表现,非正式规则、多样
化知识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制度
复杂性

多层级治理背
景、处理问题的
制度安排高度
碎片化

气候治理涉及多个国家、地区和
国际社会组织之间的广泛合作,
涵盖自然、经济、社会、政治等多
个领域,制度设计高度复杂,内在
抵抗单一的技术主义治理范式

(二)“抗解性”理论在流域治理中的应用

“抗解性”理论之所以引起学术界关注,是由

于“抗解问题”对现有公共政策和传统管理模式的

挑战日益凸显。 已有研究认为,包括流域水资源

管理在内的可持续发展在实践中难以实现的原因

之一在于其“抗解性” [24 - 25]。 针对流域“抗解问

题”的不确定性特质,Warmink 等[26] 认为,流域治

理受认知不确定性和本体不确定性的影响,不确

定性是流域治理的本质。 Lawrence 等[27] 认为,受
不确定性的影响,河流管理者制定的政策往往偏

向保守,还容易导致系统锁定 ( lock - in) 状态。
Warner 等[28]认为复杂利益相关者的不同利益诉

求和行为冲突是导致流域治理“抗解”困境的重要

原因,提出了基于治理结构重塑( reframing)、治理

主体解惑(puzzling)和治理权力实施(powering)协
同互动的流域治理框架,治理结构重塑指对问题

的再认知过程,强调价值理性的回归与引入,解惑

是对当前问题和措施后果的事实调查和信息收

集,授权过程是指对与问题有关的议程和利益的

谈判过程,解惑和授权以建设性的方式促进流域

治理框架的重塑。
针对流域治理的“抗解问题”,既有研究大致

形成了以下几种应对思路。 一是根据权力分立性

和竞争性将应对策略分为威权型策略、竞争型策

略和合作型策略。 威权型策略由决策者和技术专

家主导,侧重于通过减少利益相关者来降低解决

过程的复杂性;竞争型策略的核心是通过竞争获

得处理问题的权力和影响,因具有较强竞争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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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了问题解决方案的多样性和创新性;合作型

策略的核心是强调利益相关者的高度依存关系,
倡导通过联盟、伙伴关系来寻求解决方案[20]。 二

是通过降维分解方式将抗解系统转换为次抗解系

统,次抗解系统的处理经验较为成熟,且保留了抗

解系统更多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特征,因此这种做

法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22]。 三是借助行为科学中

的助推理论来应对,即将宏观层面的复杂性理解

为微观层面的个体决策场域的复杂性,通过选择

架构的管理和优化降低个体决策场域的复杂性,
进而促进决策趋向理性行动[29 - 30]。 “抗解问题”
核心在于深度不确定性的应对,相关研究探索了

面向深度不确定性的决策方法,如将稳健性决策

规划、动态适应规划、信息差距决策等应用于流域

跨界治理、河流洪水风险管理等领域[31]。
既有研究尚未建立应对“抗解问题”的系统性

解决方案,但仍为我国流域治理模式转型提供了

有益借鉴。 首先,在认识论层面,“抗解性”正在演

化成为流域治理的核心特征和本质属性,亟须从

“抗解性”问题视角进行流域治理的理论探索与重

构;其次,在方法论层面,“抗解性”特征使流域治

理从根本上抗拒单一的科学—工程解决范式,应
融合工程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理论与方

法进行范式转型研究;第三,在实践论层面,应探

索多种“抗解性”解决方法的组合应用,以应对前

所未有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挑战,推动“抗解性”
语境下的流域治理实践转型。

三、气候变化背景下流域治理面临的“抗解

性”困境

受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流域治理面临

着深度不确定性、价值多元性和制度复杂性等挑

战,呈现显著的“抗解性”特征。 传统流域治理模

式无法有效应对,存在科学认知困境、协作治理困

境和制度设计困境等多重困境(见图 2)。

图 2　 气候变化背景下流域治理面临的“抗解性”困境

　 　 (一)深度不确定性持续上升产生的科学认知

困境

不确定性是“抗解问题”的核心特征,在自然

科学和工程科学领域,不确定性通常被认为是系

统内在的随机变异即本体不确定性,或缺乏信息

即认知不确定性引起的,这种不确定性在气候变

化及其影响下的流域治理领域尤为典型。 首先,
本体不确定性,由于自然气候系统极端复杂,在没

有任何辐射强迫变化下仍会存在自然振荡等内部

变率[32],包括大气、水体以及水气耦合的非线性热

力、动力过程,以及各种时间尺度的非线性反馈和

随机变异会极大增加流域的变异性和本体不确定

性。 如仅 2019 年我国就有 25 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615 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119 条河流发生超

保洪水,54 个县市最大日降雨量突破当地历史极

值。 其次,认知不确定性,由于人类对复杂气候系

统认识的局限性,表征气候过程的全球气候系统

模式本身存在不确定性[33],而以其为基础推演的

流域水文模型亦存在不确定性。 再次,气候系统

与流域生态、社会、经济系统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

机制,使得不同利益相关的认知和决策重点均有

所不同,进而产生了决策不确定性。 有学者将气

候系统的不确定性、模型参数的不确定性、决策结

果的不确定性等统一定义为深度不确定性[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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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流域治理模式不仅无法应对上述深度不

确定性,还会导致流域风险管理能力的下降,其原

因之一在于对“风险”和“不确定性”认知不清。 风

险和不确定性皆以知识和信息的不完全性为前

提,但二者有着明显的区别。 风险是未知事物中

可估算并可控的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强

化信息收集、根据以往经验知识或历史数据,对各

种可能状态出现的概率进行预测,决策者基于事

件发生的概率分布进行风险决策和管理。 不确定

性则是未知事物中不可估算和不可控制的部分,
包括事物未来变化的方向、程度、概率都难以准确

估计[35]。 因此,基于概率统计的“先预测后行动”
的传统治理模式本质上是风险应对的思维,而非

面向不确定性的决策。 也应注意到,某一事件处

于风险还是不确定性状态,并不完全由事件本身

的性质决定,还取决于决策者的知识完备性、信息

充分性和认知能力。 对流域系统不确定性的认知

局限往往导致不良适应,如管理者往往通过建立

高防洪标准的大坝来应对洪水,较高的保护标准

激发了旨在预防洪水的保守策略,保守会形成非

常强大的防洪防御,洪水变得罕见而缓解措施变

得不再紧迫,进而锁定脆弱性、暴露度和风险[22]。
由于对干旱与洪涝风险的认知差异,洪涝治理常

常被认为比干旱威胁更具紧迫性[13]。 如近 50 年

来受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我国西北地区雨量线

南撤了数百公里,干旱面积扩大了近 1 倍,干旱发

生频率和强度明显增加;又如,2022 年持续酷热和

降雨匮乏使得长江干流、鄱阳湖、洞庭湖等水量剧

减,12 个省份面临严重干旱,但相应的流域干旱治

理策略和治理能力还远不够成熟。
(二)多元治理目标和价值诉求产生的协作治

理困境

流域治理具有典型“抗解性”的原因之一在于

包括水资源在内的自然资源的生产和消费在空间

上的分离,以及复杂利益相关者由于供需不匹配、
利益诉求不同产生的冲突[28]。 一般情况下,流域

生态系统服务需求集中于中下游地区,生态系统

服务供给富集区主要分布于中上游地区,加之上

下游和左右岸水文条件、社会经济差异,其保护利

用和管理面临的主要矛盾亦各不相同。 如黄河流

域最大的矛盾是水资源短缺,多年平均水资源总

量仅为 647 亿 m3,不到长江的 7% ;上中游地区干

旱少雨,但生态屏障功能突出,对生态涵养用水需

求较大;中下游地区经济发达、人口集中,生产生

活用水需求旺盛;如何统筹上中下游的多元利益

诉求,并考虑供需空间错配带来的关联传导效应

和福祉竞争矛盾成为治理困境之一。 同时,气候

变化加剧了上下游可用水量和需求量变化,既有

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对水资源利用量的动态变化

考虑不足[36]。 如我国黄河流域目前实施的仍是

1987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八七分水”方案,30
多年来流域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

化,急需对水资源分配方案作出优化调整[37],如何

在动态视角下开展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设计也成为

我国流域治理难点之一。
流域治理涉及地方、国家甚至国际利益相关

者(跨境河流)、决策制定者以及科学研究者之间

的互动,研究者侧重于从科学工程角度对流域系

统或特定问题进行研究,利益相关者从切身利益

出发参与流域治理,决策者偏重从社会经济发展

视角解决流域问题。 受制度保障缺乏、信息公开

不足、参与渠道不畅等因素限制,利益相关者参与

仍十分有限[39]。 决策者和技术专家在工具理性的

驱使下,优先解决可控制可感知的问题、搁置有争

议的问题,而当流域问题呈现出高度不确定性、复
杂性时,决策者出于规避风险和节约成本的考虑,
往往采取保守策略或被动适应措施,进而不利于

形成持久有效的问题解决方案。 此外,我国跨境

河流众多,包括东北、西北和西南等地区的跨境河

流共涉及 18 个域外国家,跨境河流治理涉及水利

益分配、水环境治理、水安全保障等多项议题,气
候变化带来的水资源变化使得满足一定时空尺度

内的多目标需求更加困难,加剧了跨境流域治理

的“抗解性”。
(三)流域系统的时空复杂性产生的制度设计

困境

流域是由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共同构成的复

杂巨系统,各要素、各系统、各尺度之间存在着复

杂的交互博弈关系,使得流域治理的制度设计与

政策执行往往陷入多重困境。 即使是被视为最具

创新性和灵活性的《欧盟水框架指令》,在具体实

施中也被认为存在系统惰性、实施方式过于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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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没有得到充分考虑和应

对[8]。 就我国而言,流域管理统一性和行政分属

性使然,形成了“统一管理 + 属地管理”的治理体

制,这种体制虽然能够通过制度刚性维持着流域

内各方利益之间的基本整合,其本质仍属于典型

的科层管理架构[39],典型特点是自上而下单项传

递信息、善于解决边界清晰议题、不能容忍混乱的

程序、偏爱规避风险。 显然,这种传统模式无法有

效应对层出不穷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特别是面

对流域治理的跨行政区域事务,往往导致治理过

程的“冗余化”、治理制度的“碎片化”,甚至加剧流

域治理的“抗解性”。 全球流域治理实践已表明,
应对“抗解问题”的挑战不仅源于问题本身的复杂

性,管理部门复杂化的运行机制以及试图解决问

题的无效努力亦会加重问题的“抗解性” [40]。 近

年来,我国在实践层面推行的“河(湖)长制”,在一

定程度上克服了科层制治理的局限,其逻辑是以

特定的流域空间为治理对象,通过构建“党政主

导、水利牵头、部门协同、社会共治”的制度框架,
促进流域单元内不同层级政府、同层级政府不同

部门以及不同行政区间协同治水。 河(湖)长制已

成为我国解决复杂流域问题的重大制度创新,但
在具体实施中存在党政问责机制和激励保障机制

不健全、河(湖)长办法律地位和权责配置较低、跨
省区的河(湖)长联系制度缺失等问题,进而影响

了河(湖)长制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的转变。
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流域治理问题的规

模、尺度更是从局地扩展为流域性、区域性、全国

性乃至全球性影响。 鉴于多层级、多尺度流域治

理的复杂性,以流域为基本单元建立统一的流域

管理机构成为国际通行作法。 如澳大利亚墨累—
达令河流域成立了流域部长委员会、流域官员委

员会、流域管理局、流域社区委员会等多级流域管

理机构,美国田纳西流域成立了由流域内州长以

及电力、航运、环保等各方代表参加的田纳西流域

管理局,英国泰晤士河成立了泰晤士河治理专门

委员会和泰晤士河水务局,对泰晤士河进行统一

规划管理。 我国则从国情水情出发,在长江、黄
河、淮河、珠江、海河、辽河等六大江河和太湖流域

成立了流域管理机构。 流域管理机构在设置形式

上符合基于流域单元进行管理的原则,在流域治

理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仍存在掣肘和困

境。 如我国七大流域水利委员会在性质上属于水

利部的派出机构,承担水利部门具体执法的职能

较多,《水法》对机构的综合管理授权有限,受限于

权限很难协调地方政府和部门形成治理合力[41]。
流域治理的法律法规亦存在分割性和交织性,如
我国相继制定实施《水法》《水土保持法》 《水污染

防治法》《防洪法》等一系列水事法律,这些法律由

不同主管部门推进,部门主导、分割立法使得水资

源利用、水生态保护与水安全治理等被割裂开来,
有悖流域治理的系统性和整体性,亦弱化了协同

治理效能。
四、推进流域治理模式转型的对策建议

基于“抗解性”理论分析,针对气候变化背景

下流域治理面临的深度不确定性、价值多元性和

制度复杂性等挑战,本文认为应从流域治理面临

的“抗解性”困境及其成因出发,融合工程科学、自
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多学科理论,从认知、方法、
技术和机制等维度协同推进流域治理模式转型

(见图 3)。 首先,在认知层面,传统流域治理模式

认为流域系统是可控制可预测的,不确定性被视

为流域的外生“偶然因素”和“概率事件”,对不确

定性及其产生原因缺乏本体性层面的深入探究;
基于“抗解性”的治理模式将不确定性视为流域发

展的本质特征和有机组成部分,而非需要消除的

外生因素,通过加强对不确定性的科学认知提升

风险应对能力。 其次,在方法层面,传统流域治理

模式以经验总结为导向,遵循“趋利避害”原则,侧
重对外部环境和风险予以预先调控;基于“抗解

性”的治理模式以探索创新为导向,既强调外部环

境和风险的主动应对,同时重视通过创新将不利

因素和风险转化为发展机遇。 再次,在技术层面,
传统流域治理模式基于“理性—技术”和“预测—
控制”来降低风险和解决冲突;基于“抗解性”的治

理模式需更注重稳健决策、动态适应规划等深度

不确定性技术的应用。 最后,在机制层面,自上而

下的“统一管理 +属地管理”传统治理模式仍是工

具理性主导,忽视多元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基于

“抗解性”的治理模式应更关注流域要素之间的互

馈关系和主体之间的博弈关系,高度重视价值理

性的重要性,注重社会学习和利益相关者的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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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推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治理方式的

有效衔接。

图 3　 基于“抗解性”理论的流域治理模式转型

(一)在认知层面,提升气候变化对流域影响

的科学认知

虽然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的科学认知在不断

增长,但对不同时空尺度因子相互作用机制和影

响的认知仍存在不确定性和不一致性。 国际最具

权威性的研究机构 IPCC 从第三次气候变化评估

开始,对与气候变化各种预测相关的不确定性程

度进行说明,以为不确定性情境下的气候风险应

对提供参考。 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更是因地区、
因流域而异,提升气候变化的科学认知水平是破

解流域治理“抗解困境”的重要前提。 首先,需要

在气候变化科学认知的基础上系统研究流域面临

的气候变化趋势与风险。 包括加强气候系统多圈

层、多时空尺度的相互作用研究,持续开展气候变

化检测归因研究;加强气候系统模式、气候预估方

法在流域尺度的应用研究,提升流域尺度的气候

变化模拟与预估水平[42]。 其次,提升对流域系统

的科学认知。 除了气候变化的深度不确定性,包
括自然演进、技术革命、经济重构、社会转型等进

程均存在不确定性,并共同作用于流域系统,在某

种意义上,流域治理是在寻求确定性和产生新的

不确定性之间人与自然关系的演进过程。 因此,
应基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视角,将人文要素和

自然要素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加强对流域系统

内部各要素之间的互馈和博弈关系、各子系统内

部的演化机理以及各子系统间的相互作用研

究[43];应加强长期气候变率对流域系统演化的长

远效应研究,在以高度气候变异性和极端事件为

特征的流域,应注重极端气候事件,如高温、强降

雨、台风等对水文条件不确定性的影响,进一步完

善流域洪涝和干旱等应急预案及治理策略,强化

气候变化影响下流域超标洪水和极端干旱等特殊

情境的治理能力。 此外,应加大气候学、水文学、
社会学等不同领域的交叉融合研究,将代表气候、
水文和生态过程的模型与代表人口、经济和政策

过程的社会系统模型有机整合,促进不同学科的

知识分享和共识水平,为气候变化下的流域规划

和流域治理提供科学依据。
(二)在方法层面,推进增量型适应向变革型

适应转变

面对几乎不可避免的气候变化,适应是减少

未来变化可能带来负面影响的关键机制,目的在

于增强适应能力、减小脆弱性和开发潜在的发展

机会[44]。 目前的气候适应方法多为考虑近期气候

风险、小尺度碎片化的增量型适应 ( incremental
adaptation),侧重于将受气候变化影响的流域系统

维持或恢复至风险前的水平,如为应对旱涝风险

多是采用加固基础设施或重新种植受损作物等措

施,虽然可以应对短期风险冲击,但缺乏开发潜在

机会的意识,不利于形成可持续的长期解决方案。
近年来,IPCC 等机构和学者开始倡导增量型适应

向变革型适应转变( transformative adaptation)。 变

革型适应既强调对气候变化风险和不确定性的主

动应对,同时重视通过创新将不利因素和风险转

化为发展机遇,减少长期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根

源[45],更契合当前流域治理面临的“抗解”困境。
首先,统筹考虑流域面临的近期气候风险和长期

气候变率,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工程措施和社

会性学习有机结合,通过更具包容性、灵活性、创
新性的适应措施,如对旱涝灾害频发的流域进行

土地利用转型和空间功能重塑、提升流域受灾农

户的生计多样、开展面向气候适应需求的培训教

育等,释放并扩大流域系统自身所蕴含的适应能

力和创造能力,推动流域形成更具气候恢复力和

韧性的经济社会发展路径。 其次,推进技术革新,
加大重点河流湖泊的气候变化监测及预警体系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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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加强适应性水资源综合管理等方法在流域治

理中的应用,将气候适应纳入流域规划和治理全

过程,协同推进流域水资源管理、生态修复、灾害

风险应对和气候适应能力提升。 再次,加大对变

革型适应的资金、技术和制度保障,如借鉴《联合

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绿色气候资金机制,设
计国家专项适应资金,重点支持位于气候变化高

风险区的水利枢纽工程和流域管理。
(三)在技术层面,促进面向深度不确定性的

技术应用

未来气候变化的影响具有深度不确定性,不
确定性本身就是流域系统适应气候变化的关键因

素之一,发展和应用面向深度不确定性的技术方

法是推动流域治理模式转型的关键所在。 首先,
应加快推进深度不确定性决策方法 ( Decision
Making Under Deep Uncertainty, DMDU)在流域治

理中的应用。 DMDU 的核心在于通过探索性建模

和自适应规划,系统评估大量不确定性影响下各

种策略的表现,并强调随未来情景的动态变化对

初始策略进行调整和再评估。 目前,包括稳健性

决策理论、动态适应性政策路径、信息差距决策、
工程期权分析等深度不确定性方法在国外流域治

理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如美国南加州将稳健决策

理论应用于水资源适应性管理中,新西兰将动态

适应路径方法应用于赫特河的洪水风险管理中,
荷兰将工程选择分析应用于北海运河泵站设

计[31]。 虽然我国上海、深圳等沿海地区已将深度

不确定性方法应用于暴雨洪涝灾害等极端气候事

件的应对,但整体上仍处于引介和探索阶段,亟须

推进在流域层面的创新探索和示范应用。 其次,
建立多情景、多措施、多目标的稳健决策体系。 目

前深度不确定性决策方法的应用主要是面向洪水

风险、海平面上升、水资源管理等单一风险或单一

决策目标,鉴于我国流域范围的广阔性、气候变化

的多情景性和治理目标的多元性,还应针对不同

流域开展多种决策方法的组合应用,如将短期的

动态适应性决策和中长期的稳健性决策相互嵌套

和耦合,制定更具针对性的策略组合框架及其适

应路径。 深度不确定性决策方法为应对不确定

性、降低灾害风险提供了前沿方法和工具,但面向

深度不确定性的决策复杂程度远高于一般决策,
更需要决策制定者、科学研究者和利益相关者之

间的对话和互动,共同在不确定性中认识和把握

不确定性,进而产生更具稳健可靠的决策结果。
(四)在机制层面,以流域共同体为中心优化

治理机制

流域是以“水”为核心关切的涉及生态、经济、
社会效益等多重目标诉求和多元利益主体的汇聚

点,充分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对减少认知和决策不

确定性、提升治理效能至关重要。 因此,应突破传

统科层制模式的工具理性桎梏,重塑价值理性之

于流域多元治理主体的重要性,以构建“政府—市

场—社会—自然”多元融合、权责明确的流域治理

共同体为中心,充分整合多主体、多层次、多领域

的优势效能,提升流域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是在政府层面,进一步发挥政府在流域治

理中的统筹规划、统筹协调职能,尤其是要更好发

挥流域管理机构的作用,通过优化职能权限、完善

立法保障等措施强化流域管理机构的法定地位和

统筹协调作用;进一步厘清各部门、各层级政府的

流域管理事权,打破部门分割和行政区划藩篱,加
强河(湖)长制等水治理机制的制度化和法治化建

设,通过优化纵向层级的权责关系配置和横向层

级的协同联动机制,形成层级互动、部门联动、区
域融合的良性治理架构,切实将制度优势转化为

治理效能。 二是在市场层面,要建立健全水资源

资产产权制度、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等,逐渐

建立和完善水价、水权、水市场、水银行等制度机

制,更好地发挥市场在高效配置水资源中的作

用[46 - 47];要根据流域上下游生态环境和水资源利

用量的动态变化,优化调整流域水资源分配方案,
构建合理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打通“绿水青山”
向“金山银山”的转换渠道;要加快吸引市场主体

参与流域生态综合治理、生态修复、生态资源经营

等工作,重构政府与市场主体间的角色定位和利

益关系,促进流域治理的跨行政区、跨领域、跨主

体合作;对于怒江—萨尔温江、澜沧江—湄公河、
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贾木纳河等国际

河流,要建立和完善跨境河流的共同开发和合作

保护机制,如以图们江流域合作为主体,加强“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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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亚经济合作圈”建设;以怒江(萨尔温江)流域生

态环境保护为抓手,深化与南亚国家的深层次合

作;以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共同开发为重点,推进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以雅鲁藏布江(布拉

马普特拉河—贾木纳河)水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

为重点,推进国际清洁能源合作与生物多样性保

护等。 三是在社会层面,重塑价值理性之于流域

治理的重要性,建立和完善多元利益主体参与的激

励机制、信任机制、协商机制和共享机制,最大限度

地整合不同利益主体诉求、凝聚社会整体共识,从而

构筑多方参与合作、共同担责的流域治理共同体。
四是在自然层面,流域治理要尊重自然规律,树立山

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思维,要“像对待生命一样

对待生态环境”,加强与落实“自然权利”,在流域治

理过程中更多采取“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维护好

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生命共同体的自然联系。
五、总结与展望

气候变化被视为全球最大的系统性风险,并
随时间推移相关风险和不确定性可能会突破阈值

引发突变,危及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 本文认

为,不确定性、多元性和复杂性是气候变化背下流

域“抗解问题”的典型特征,“抗解性”理论为窥探

传统流域治理模式的理论局限与实践困境提供了

重要镜鉴。 基于“抗解性”理论建构流域治理新模

式并非是对传统流域治理模式的全盘否定,而是

在深度不确定性乃至“抗解性”情境下对传统模式

的反思与拓展,强调在流域治理实践中增进对流

域系统确定性、不确定性、“抗解性”演进规律的科

学认知。 流域治理模式的转型也绝不是对 “理

性—技术”主义的简单摒弃,而是强调工具理性和

价值理性的有效融合,尤其是要通过工程科学、自
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系统融合加强理论创新与方

法构建,进而将“抗解性”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下

的流域治理议题进行更严谨的逻辑整合和理论对

接。 此外,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加剧、经济社会快速

转型以及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深入推进,经济、社会

和自然生态系统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提升在一定

程度上将导致“抗解性”问题的常态化,加强“抗解

性”理论的本土化研究及其应用领域拓展尤为值

得关注,尤其是公共环境治理、自然资源管理、国

土空间治理、气候变化治理和全球海洋治理以及

可持续发展等议题,需要在理论、制度和实践层面

进行持续深化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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